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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考古学需要中国学派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霍 巍

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必须解答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未来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考古学者

在不断丰富的考古资料积累之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阐释问

题能力的提升。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

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

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

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

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

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指导，着眼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轨迹，始终以探寻中华文明连续不

断、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考古学证据为目标，承担起构建新时代考古

学中国学派的重任。

中国考古学自有其传统

中国考古学具有自身传统，完全套用西方考古学理论来评估和预

设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变迁与未来走向，难以贴合中国考古学的实际。

例如，从传统金石学发展到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历程，已经充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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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考古学”，无论在断代方法、类型学

理论的运用，还是基于与历史文献相互观照从而不断深化的文化阐释，

均生发于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之中并自成体系，绝非步西方考古学后尘

的“衍生品”。

即使在史前考古领域，其发展路径也并非亦步亦趋地重复西方考

古学所走过的老路。中国考古学者始终将“重建古史”作为学科发展

的至高目标，其基于中国独特历史实践的考古学阐释，给出了诸多不

同于西方视角的理论解答。20 世纪 70 年代后，在夏鼐等前辈学人所倡

导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苏秉琦首先提出“区系类型”理

论，其基础是对战国秦汉以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形成过程的宏

观思考，最终目标是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轨迹。此后，苏秉琦进

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中华文明起源“三步曲”，即“古国”、“方

国”、“帝国”三个发展阶段，以及“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

种模式，形成关于中华文明产生与发展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系统理论。

显然，以夏鼐、苏秉琦为代表的一批新中国考古学家努力建设的史前

考古理论，与西方考古学在路径与方法上存在显著差异。

20 世纪 80 年代后，以各种现代科技手段支撑的国家级考古项目，

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工程，

从本质上讲，其最终目标仍然延续着中国考古学的终极关怀，即充分观

照祖国各地历史发展的考古学谱系与特征，通过与文献记载体系相互印

证，构建准确反映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古学理论。

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具有深厚积淀

长期以来，考古学界在讨论中国考古学理论时，主要局限于史

前考古研究，较少涉及历史时期考古。究其原因，一方面因为在近代

考古学诞生的欧洲，考古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人类起源、农业起源

（农业革命）、文明起源这三大史前考古命题，这些问题意识也影响到

中国考古学学科。另一方面，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时，正值近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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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面临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国考古学承担着建立民族自尊心和自

信心 、寻找中华文明根源的重任。“重建古史”尤其是重建中国上古

史，成为中国考古学最紧要、最迫切的任务。相形之下，历史时期考

古在这一任务的推进中，居于次要地位，声音略显微弱。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历史时期考古领域，中国考古学缺乏宏观的理

论思考与深厚的理论积淀。考古学家徐苹芳对于历史时期中国考古学

分区研究的尝试，俞伟超对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发展经历“周制”、“汉

制”与“晋制”三阶段的构想，宿白对于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的理论、

方法的建构及其具体实践等，都是在继承我国史学传统和金石学传统

基础上，力图构建历史时期考古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实践和尝试。尤其

是宿白对于中国石窟寺考古理论和实践的贡献，可以说已经成为历史

时期考古范畴中石窟寺研究的一种代表性论说。

对于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特点，徐苹芳曾评述道：“中国历史考古

学在运用类型学时显然与史前考古学有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

是复杂的，类型学的排比有时并不反映它们的真正内在联系，我们必

须把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置于大的历史环境之内，按照不同对象，分

别予以解释。”这是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特点的精要总结，也是对历史

时期考古研究方法的严肃思考。尽管这些讨论仍主要集中于方法论层

面，但早年殷墟发掘为中国考古学所确立的最高目标即“重建古史”

却始终如一。

笔者认为，中国考古学者对于中国考古学尤其是历史时期考古学

的主要传统和特征有着清醒认识，能够充分把握中国考古资料的特殊

性以及中国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

系有着独立的思考，并不盲从于西方考古学的任何“范式”。同时，中

国历史时期考古学者也绝非闭目塞听，完全排斥西方考古学。我们可

以关注西方各种考古学理论和思潮流派的发展，对其中合理的成分加

以借鉴（如近年来西方艺术史、社会史介入历史考古学的例子就有很

多），但并不需要从西方考古学中去寻求某种既成理论的“支持”。如

同张勋燎所言，“企图完全照搬欧美近代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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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恐怕真正科学的中国历史时期考古体系是永远无法建立起来的”。

在新中国考古学走过 70 余年历程的今天，重温前辈学人的思考和论

述，无疑具有新的启迪。

构建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可行路径

现代以田野考古为主要方法的“科学考古学”研究路径，被认为

是考古学的重要指南。但不容忽视的是，“科学考古学”主要侧重于史

前考古，并不足以完全支撑中国的考古实践。这是因为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文明史具有连续不断的、独特的文字体系和文献传统，其发展

进程也具有连续性，这在考古遗存中已经得到充分证明。从中国历史

的实际出发，完整意义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应当囊括史前考古和历史时

期考古两大部分，尤其应注重承继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理论积淀，强

化历史时期考古的学科基础。考古学中国学派的研究，应符合中国历

史的发展演进轨迹，在实践过程中要承担起探寻中华文明连续不断、

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考古学证据这一重任。

在构建考古学中国学派的道路上，我们应当以客观、平等的学术

眼光看待西方考古学理论。一方面承认其对于中国考古学（尤其是史

前考古学）的理论建构已经产生和未来可能进一步产生的影响和借鉴

作用，从中吸取有益经验。另一方面，更需要认真总结和梳理中国考

古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充分认识自金石学以来中国考古学所延

承的本土历史遗产，从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宏大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

中总结规律，借助中国独特的文献史学传统和丰富的文献史料，建构

中国学派的核心理论，由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

任何考古研究都应该以解答历史问题为目的。中国的考古学研究，

必须解答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因此，未来中国考古学的学科

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考古学者在不断丰富的考古资料积累

之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阐释问题能力的提升。所以，应当在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提倡考古学学科问题意识的全球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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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前沿化、技术水准的国际化，使考古学中国学派的研究既保持

中国风格，又具有世界意义，从而在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背景之下，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中国的历史智慧和实践经验。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老一辈中国考古学家便提出要建立考古

学研究的“中国学派”，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考古学工作

者的不懈努力，“一个初具轮廓、主脉已备的、自旧石器时代至宋元时

代的中国考古学系统，正在逐渐被概括出来，对这个系统，自然会存在

着不同的看法，但现在毕竟已经出现了略成体系的、独具特点的、包括

方法论和具体研究在内一系列认识”。前辈学者还充满信心地形象比喻：

经过几代人的血汗浇灌，终于培养出了“中国学派”这个“新种”；而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量考古实践，是这个“新种”生长的土壤；从实际

出发的比较分析、综合概括，则是“中国学派”出现的“催化剂”。

今天，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前辈学者提出的建立考古学研究“中

国学派”的学术目标，自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

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为构建新时代中国考古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刘 宇）


